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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任何文明共同体的产生与发展，都必定伴随着相应的道德谱系的发轫与衍变。作

为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早在“前苏格拉底时代”就业已按照价值高低的次序确立了独特

的道德谱系：城邦的“正义”—哲王的“智慧”—卫士的“勇敢”—公民的“节制”。这与

萌芽于“三代”并成形于春秋时期我国的道德谱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亲亲为大”的“仁”

—“尊贤为宜”的“义”—“尊卑有别”的“礼”—“恪守仁义”的“智”。从“地缘”的

视角追溯古希腊与古中国早期文明的渊源及其道德谱系的建构，可以从根本上把握二者“所

以然”的历史渊源及其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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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我国教育史学界对古希腊道德的研究尚局限于“知其然”的境界，而对于其

发生学意义上“知其所以然”的历史渊源等相关问题尚涉猎甚少。抑或说，我们对于自苏格

拉底“将哲学从天上拉到人间”之后的古希腊道德状况关注颇多，而对于“前苏格拉底时代”

道德谱系的探源析流乃至于与同时期我国道德谱系的比较研究，尚付阙如。“知其然”回答

“是什么”的问题，而“知其所以然”则要回答“何以为是”的问题。本文立论的预设前提

是：古希腊文明和古中国文明远在“前苏格拉底时代”，即按照价值高低的次序分别建立起

了各自独特的道德谱系。本文拟探究的问题是：二者为何在共同的人类学前提下，在文明产

生的萌芽期即形成了如此旨趣迥异的道德谱系。笔者拟从“地缘文明”的视角，追溯与比较

二者道德谱系原型“何以为是”的历史渊源。 

 

一、“海洋文明”与“农业文明”及其道德萌芽 

 

现代人秉持科技的利器，俨然成为“地球村”上的主人，他们在好奇心和求知欲的驱使下，

甚至将探索与开发的触角延伸到了外星空间。在科技主义鼎盛的今天，人类远祖们在与自然

环境相互作用中初创文明时代的艰难困惑，似乎已经成为现代人不屑一顾的悠悠往事。然而，

在人类成长的“童年时代”，匮智乏能的人类先祖们尚无法摆脱地理环境的束缚，地理环境

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对人类早期选择不同的文明类型及其道德谱系烙上了明显的“地缘印记”。 

美国学者斯皮瓦格尔在论及古希腊早期文明萌芽时曾经指出：“地理因素在希腊历史的演进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

的确，从世界古代“五大文明摇篮”的发祥地来看，埃及、巴比伦、

印度和中国这四大古代文明皆发源于大陆内部的大河流域，唯独古希腊文明起源于依山滂滨

的爱琴海沿岸及其临近的岛屿。仅就“五大文明摇篮”的诞生地来看，古希腊当属于“海洋

文明”，其他四者可归于内陆的“农业文明”。文明的萌芽期宛若人类的“童年时代”，其早

期与自然环境之间的际遇如何，会在其后的成长中留下深远的“精神胎记”。其后的文明发

展史也已证明，古希腊的“海洋文明”选择了与其他四大“农业文明”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

和兴衰命运。 

纵观历史，与内陆从事农耕的民族相比，濒临海洋的民族似乎一直在开拓并主导着人类

文明的发展历程。自古希腊在公元前开创辉煌的海洋文明以来，公元后的北欧人、文艺复兴

时期的意大利人、近代的英国人、现代的美国人，无一不是引领世界文明发展的“海上民族”。

古希腊文明的发祥地濒临地中海和爱琴海，早在公元前 1500 年的迈锡尼时代，希腊人就已

经形成了依赖和驾驭海洋的生活样式。可以说，古希腊海洋文明的产生是多种因素共同相互

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至少包括：希腊东部沿海有诸多天然的良港，便于航海技术的发展；

地处爱琴海的核心位置，与西亚和北非等早期文明中心在海上交通便利；希腊半岛农耕土地

贫瘠与匮乏，导致过半以上的粮食需要从海外进口；战争和集团迁徙等造成的人口压力，需

要大规模的海外移民，等等。可以说，无论是海战抑或是航海贸易，都是一种与我国内陆的

农耕文化截然不同的生活样式。茫茫无际的汹涌大海以其不可预知的奥秘和风险，诱发和挑

战着古希腊人的猎奇心和冒险精神。跨海的国际贸易需要在贸易伙伴之间建立起公平交易的

契约，这同时亦孕育着希腊人善于吸纳异域文化的开放精神。 

与古希腊海洋文明的生活方式相比，地处东亚大陆内部的古中国属于典型的农耕文明生

活方式。我国从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时，就基本上完成了从渔猎向农耕生活方式的过渡。

可以说，内陆的农耕生活远比航海生活安全与稳定，农夫们只需年复一年地在狭长的河谷盆

地上付出艰辛的劳作，即可期待收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同食”，可谓

对上古时代华夏民族日常农耕生活样态的真实写照。以家庭为单元、男耕女织为基本模式的

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所衍生的自足自给自然经济，是我国上古时期先祖们的基本生活形态。

我国早期的典籍《尚书》劝诫统治者要“先知稼穑之艰难。”《论语》也曾阐述过农耕与治国

之间的关系：“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这种观念后来推演为“重本抑末”即“重农轻商”的

治国之道，从而衍生出“士农工商”由尊至卑的四个社会阶层。可以设想，祖祖辈辈在固定

的乡土上过活，易于养成农民对土地和家族的依恋感。长此以往的农耕生涯，易于养成中华

民族“重实际，黜玄想”、崇尚中庸、安土重迁、温顺谦和、慎终追远等精神和德性品质。

章太炎曾对从事农耕生涯的华夏民族如此评论：“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

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
［2］ 

无疑，一个民族在迈入文明门槛的“童年时代”所处的地缘环境及其生活样式，对其日

后的定势发展路径及其道德谱系的建构具有规定性的惯性作用。古希腊民族与华夏民族在文



明的萌芽期，分别与“茫茫的海洋”和“内陆的河谷”相遭遇，并形成了“航海”和“农耕”

两种迥然不同的生活样式，进而衍生出“海洋文明”和“农业文明”两大文明原型。正如儒

家的创始人孔子对该问题的先见之明：“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在孔子看

来，人的品质与自然的品质交相辉映：“山”的挺拔与静观，宛如“仁者”之德高望重；“水”

的柔软与流动，恰若“智者”之随机应变。此乃孔子“天人合一”的重要命题。道家的创始

人老子对该命题的理解更为细致深邃：“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由此推之，

古希腊人和古中国人在文明的初创期分别诞生于海洋之滨和内陆盆地，由这两种不同的地缘

环境衍生而成的不同生活样式，必然要求有与之相匹配的道德谱系。（见表 1） 

表一古希腊“海洋文明”与古中国“农业文明”的生活样式及其道德谱系比较 

文明类型 生存样式 道德谱系 

古希腊（海洋文明） 海洋的凶险与神秘 冒险的勇气与求知欲 

造船与航海生涯 技术分工与征服的欲望 

跨海的国际贸易 公平交易的契约精神 

大规模的海外移民 多远文化的融合与开放精神 

古中国（农业文明） 内陆农耕的安定与熟知 谋求稳妥与中庸的品质 

耕种与农业生涯 辛勤劳作与简朴过活 

 自给自足的生存状态 自满守成的倾向性 

世世代代在固定的乡土上

生活 

安土重迁与慎终追远的礼教文

化 

 

二、“复合文明”与“独立文明”不同的道德诉求 

 

本文对“复合文明”和“独立文明”的界定是：在各大文明的萌芽期，在文明的诞生地相邻

且事实上业已经历过文明之间诸要素相互交流与融合的文明，属于“复合文明”；与此相对

应，远离其他文明的诞生地且在文明的奠基期没有与其他文明发生过实质性的交流与融合的

文明，属于“独立文明”。下文拟从两大文明的诞生地及其种族构成两个侧面予以探究。 

其一，较之古中国文明，古希腊文明的发源地利于与其他文明的接触和交流。从世界古

代“五大文明摇篮”的诞生地来看，古希腊文明最早的策源地克里特岛位于欧、亚、非三大

洲的交通枢纽地带，这为古希腊与古埃及和古巴比伦之间的交流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便利。考

古资料亦证明，古希腊与古埃及以及古巴比伦之间的交流源远流长。早在古希腊文明萌芽之

前，它所在的爱琴海地区就业已存在过悠久的文明历史。尽管希腊的疆域在地缘上属于欧洲，

但是后世发掘出的新石器遗址却与两河流域的西亚文明高度一致，是新石器时代西亚“新月

形”雨水线地区农业文化的延伸。早在公元前 6100 年左右，希腊的克里特岛就有来自西亚

的移民。他们带来的青铜器工具以及农渔业技术，为后起的古希腊文明提供了跨越式发展的



捷径。古希腊文字也是在借鉴其他先行民族文字的基础上形成的，“直到公元前 9～8 世纪，

希腊人从腓尼基人那里学来了字母，加以改造，才有后人所看到的希腊文字。”
［3］

而腓尼基

的拼音文字被认为是从古埃及象形文字直接发展而来的。“拼音文字之所以在海上商业活动

中较好得到发展，是由于它书写起来甚为便利，适合于商业效率的要求。而它的产生则源于

多种语言相互撞击、密切交往后产生的‘火花’”。
［4］

文字的出现是文明的第一缕曙光，古希

腊的“信史”由此开启。 

通常认为，古希腊的信史开始于荷马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在这两部

神话式的史诗中，“前荷马时代”的大量史实得以记录和传颂，其中蕴含着诸多来自埃及文

明的传说。正如古希腊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所说：“几乎所有的神名都是从埃及传入希

腊的。我的研究证明，它们完全起源于异邦（非希腊）人那里。”
［5］

神话，是人类早期文明

的“精神奇葩”和“道德谜语”。纵观荷马的这两部神话式的史诗，至少蕴含着下列史实和

道德隐喻。一是神话中的诸多情节直接以尼罗河为背景，说明古埃及对古希腊影响深远；二

是神话中的“奥林匹亚神系”是在推翻古老的“提旦神系”基础上而得以确立的，其中隐含

着古希腊人曾经长期与外族角逐与融合；三是奥林匹亚神系中的主神宙斯并非万能的主宰，

而是主管最具力量的雷火，他并非“道德”的化身而是“力量”的象征，他身上带有凡夫俗

子的所有缺陷——秉性暴躁、报复心强、多变好色，等等；四是奥林匹亚诸神分工明确且性

格各异，很难用非善即恶的二元道德标准予以评判。总之，古希腊神话所崇拜的既不是救苦

救难的民族英雄，又非毫无道德瑕疵的圣人，而是能够扭转乾坤的“大力神”或“征服者”。

正如有学者在分析古希腊神话的特征时所说：“希腊的基本精神要素是对‘力’的崇拜。这

一崇拜很快导致了对某种能够解释‘力’之神秘‘知识’的深刻好奇，对某种长于把握并支

配‘力’的‘知识’的不倦探究。”
［6］

古希腊“三哲”之首苏格拉底循着这一源远流长的传

统提出“知识即美德”这一道德哲学的命题，甚至培根在近代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论断，

实则皆可谓对古老希腊传统的承继与高扬。 

相比之下，华夏文明的诞生地却远离上述的古埃及、两河流域以及古希腊这三大文明的

策源地。尽管两河流域文明和古印度文明都属于亚洲，但是亚洲本身又分为西亚、中亚、南

亚和东亚，同属于亚洲的两河流域文明，地处西亚且与地处东亚的华夏文明之间有辽阔险峻

的中亚相阻隔。华夏文明的策源地尽管与位于南亚次大陆的古印度文明距离较近，但是高耸

入云的喜马拉雅山脉却成为二者之间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盛唐高僧玄奘到西域天竺取

经时所经历的艰难险阻即是最佳的佐证。可见，古代文明诞生地之间距离远近和交通难易的

程度，是导致各大文明日后形成“复合式”或“独立式”发展路径的首要原因。 

20 世纪初，我国学术界曾一度流行过华夏文明的“西来说”，认为殷人曾从两河流域的

宗教文化中汲取过某些基本要素；甚至连“帝”这个被视为华夏文明至上神的称号，也是从

古巴比伦输入的。
［7］

但是现有的研究证明，“殷人及其周围诸国的宗教信仰，是直接由原始

的自然崇拜中发展而来，少有受到外来高级宗教观念和神祇系统、神话传说影响的痕迹。”
［8］



中华文明主要是以定居在中原地区以农耕为主的华夏民族为中心，包括周边一些以游牧为业

的少数民族文化。中华文明产生与演进的基本特征是：以华夏民族及其文化为核心向周边辐

射，而周边文化则呈现出向华夏文化核心趋同的倾向。我国古代就素有的“华夷之辨”，其

实际是华夏民族所居住的中原地区被看做是“万国来朝”的“化内之区”，而把周边的“荒

蛮之域”称之为“化外之区”，所隐含的是一种守成自满的乡土观、民族观和国籍观。与古

希腊民族长于拓边征战及海外殖民相比，中华民族素有安土重迁和融合包容的倾向性。从文

字的起源来看，与古希腊字母文字多元起源的特征相比，我国的象形文字则有别于任何一种

外族的文字体系，是独立起源于中原地区的一种文字符号系统，并且对东亚和东南亚诸国文

字的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与上文所述古希腊神话相比，我国古代神话具有以下诸特点。一

是古希腊神话与我国古代神话所述说的主体对象不同：前者是“神系”，而后者则是“帝系”。

古希腊神话中的“奥林匹亚神系”是在推翻古老的“提旦神系”之后而取得支配地位的，而

我国神话中的“三皇”“五帝”以及后来各个朝代中的帝王将相，在血缘上大都出自“炎黄

帝系”，抑或至少与之有不同程度的血脉渊源。二是古希腊“神系”中的诸神以相互征战角

逐的“力量崇拜”为典范，而华夏神话中的“帝系”却因为血缘上的延续性而演变为以“伦

理崇拜”为基本特征的后世人文始祖。尽管我国“帝系”中的“帝”不如希腊“神系”中的

“神”那样具备超自然的神奇能力，但是他们却必定是德高望重的圣贤。三是古希腊神话中

的诸神各具专门的智能，他们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即使主神宙斯也不能对诸神分管的领域

越俎代庖。而我国神话自炎黄以来，其后世的“帝王”却被定为一尊，统揽人间的各种事物。

春秋战国之后，我国“帝系”的“神格”渐趋淡化，演变为毫无道德瑕疵的高贵“人格”。 

其二，与华夏民族相比，古希腊人可谓名副其实的“民族大熔炉”。考古资料表明，早

期生活在爱琴海地区的居民并非希腊人，而是来自西亚的移民和当地的土著居民，史称“前

希腊人”。这些来自西亚或埃及的“前希腊人”带来的青铜器等农业工具，促使农业和渔业

得以长足发展，推进了该地区由野蛮向文明的发展进程。大约在公元前 2000 年，一支印欧

语系的族群从欧洲南下进入希腊半岛，这些被称为“阿该亚人”的移民成为希腊人的第一代，

创造了所谓的“迈锡尼文明”。公元前 1180～1125 年，一支同属于希腊语支的“多立斯人”

继续南下进入希腊半岛和爱琴海地区，摧毁了“迈锡尼文明”。
［9］

此后，希腊进入所谓的“荷

马时代”。到公元前 9～8世纪，古希腊才逐渐完成由部落迁移向民族的融合，形成了共用同

一种语言的三个古希腊民族——伊奥尼亚人、埃俄利亚人和多立斯人。此后，较为稳定的国

家制度——城邦制也逐渐得以建立。修昔底德在回顾希腊民族的形成历史时曾说：“现在所

称为希腊的国家，在古时没有定居的人民，只有一系列的移民。”
［10］

通过长期的战争、征服、

移民和结盟的历练，给古希腊民族留下了一系列的精神遗产：倡智尚力的英雄崇拜、容纳异

族的开放心态、诸神共存的多元信仰、血缘淡化的公民意识、多边契约的法理观念、广泛参

与的民主政治，等等。自“荷马时代”开始逐渐形成“城邦国家”之后，这些精神遗产也随

之被按照价值的高低次序演化为下列道德谱系：城邦的“正义”—圣哲的“智慧”—卫士的



“勇敢”—公民的“节制”，等等。 

相比之下，组成上古时期华夏民族的族群相对单一，生存的地域也相对集中。上古时期，

“华”和“夏”本来是两个氏族的名称，他们生活在中原地区和黄河中下游。据史料记载，

“五帝”中的首位是黄帝，故而后人称黄帝为华夏族的始祖。据传，禹是夏后氏部落的领袖，

由于他治水有功，继位于舜而成为中原各部落的共主，建立起中国的第一个王朝——夏朝。

夏朝在上古时期是中央大国。在周朝时，凡遵周礼的族人，通称为“华人”或“夏人”。周

人自称为夏人后裔，因而把分封的诸侯也称为“夏”。原商朝朝歌地区则称为“东夏”。这样

由夏、商、周三个古民族加上入居中原的其他族群就形成了一个民族共同体的雏形，称为“夏”。

《说文》的解释是：“华，荣。”“夏，中国之人。”“华夏”，即成为“中国”的代名词。据《史

记》记载，我国的三皇、五帝、尧、舜、禹以及夏、商、周等王族的谱系具有一脉相承的血

缘关系，形成了典型的血缘宗法世袭制度。“尤其是到西周，政治身份与宗法身份的合一，

或政治身份依赖于宗法身份，发展出一种治家与治国融为一体的政治形态和传统。在文化上，

礼乐文化成为这一时代的总体特征。”
［11］

血缘宗法社会，类似于梁漱溟所说“伦理本位社会”。

这种社会在道德伦理上的显著特点是：按照血缘的亲疏远近和宗法的高低尊卑，有等差、有

秩序、有情义地安排和处理日常人伦生活。要而言之，即是“爱有等差”的“仁”、“以义制

利”的“义”、“尊卑有别”的“礼”，等等。 

致使古希腊和古中国分别走向“复合文明”和“独立文明”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上文

仅从地缘的视角对其形成的渊源予以简单的探究。这两种不同的文明发展模式，必然要求有

一定的道德谱系与之相适应。（见表 2） 

表二古希腊“复合文明”与古中国“独立文明”及其道德谱系比较 

文明类型 形成原因 道德谱系 

古希腊 

 

复合文明 

濒临其他文明中心，文明间的交往便

利，起源的年代晚于所借鉴的文明，

经历过民族间的融合，生产技术和语

言文字等借鉴于其他民族，等等。 

长于交流与借鉴，价值与信仰的多元化，

血缘淡化的公民意识，契约精神，崇尚

力量与智能，等等 

古中国 

 

独立文明 

远离其他文明中心且交往困难，早于

东亚其他文明，以华夏民族为主体，

以中原地带为中心，注重血缘宗法，

生产技术与文字等独立发展，等等。 

独立守成的精神，中心意识与信仰的一

元性，安土重迁的意识，尊卑有别，崇

尚道德伦理，等等。 

 

三、“城邦文化”与“宗法文化”不同的道德建构 

 

从地缘环境的角度追溯古希腊文明及其道德谱系的历史渊源，其本土的高山峻岭以及由

其所阻隔而形成的城邦制度是另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希腊半岛的内陆地区拥有众多高山，



其间散布着诸多狭小的平原与河谷；古希腊的城邦就大多建立在这些平原与河谷地带。纵横

交错的险山峻岭无疑有利于各城邦间的独立发展，并衍生出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古代国家

形成的一般模式是：由氏族或氏族之间的结合演变为统一的国家。但是古希腊的城邦制度却

是一个独特的例外：在氏族之间相互结合的过程中，众多的高山峻岭极大地阻碍了它形成统

一的国家，而是以诸多“小国寡民”式的城邦出现的。古希腊城邦除雅典和斯巴达的人口规

模比较大一些之外，其他都是规模极小的城邦。 

古希腊城邦最初出现在公元前 11～8 世纪的“荷马时代”，是由各种规模不一的氏族结

合而成的特殊国家形态。在城邦里，氏族之间经由通婚和经济交易等形式融合为具有强烈氏

族倾向的生活共同体。但是在“荷马时代”后期，铁器的广泛应用和大量的海外移民对古希

腊城邦的政治、经济制度和道德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铁制农具的应用提高了生产力和剩余

产品的积累，为以私有制为代表的文明社会提供了条件。剩余产品的积累和私有制的产生，

使城邦里的一些男性公民成为“有闲阶层”，能够更多地参与到城邦管理和公共事务中去。

大规模的海外移民，不仅历练了希腊人拓边的进取心和适应异域文化的开放精神，还消解了

以血缘身份划分城邦内居民政治身份的束缚。正如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跨海移民

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不同种族体系的大混合，因为必须抛弃的第一个社会组织是原始社会里的

血缘关系。”
［12］

可见，海外移民导致的直接结果是：不同氏族间的大融合——氏族血缘纽带

的断裂——同一城邦内不同氏族之间多元信仰和价值诉求的调和折中——公民广泛协商和

参与的城邦民主政治。 

与古希腊城邦民主制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华夏文明在萌芽期就衍生出以“血缘宗法”

为根本特征的国家制度并且一直保持着持久的影响。宗法制是原始社会后期在父权家长制基

础上衍变而来的一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家族经济为核心的社会制度。导致华夏文明早期

即具备“血缘宗法”特质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其中自然环境无疑发挥了重要的影响。我国

学者陈炎曾经指出：“与生活于地中海区域的希腊人不同，生活于黄河流域的中国人的天职

不是去海上冒险，而是要兴修水利。这种工作不仅不是少数人所能完成的，而且也不是某个

部落群体单独所能胜任的，它需要大量的人力和高度的社会组织结构。”
［13］

从我国仰韶和半

坡等文化遗址来看，黄河流域早期社会组织的发展规模的确相当完备。传说中夏代的创始人

大禹就是通过联合几个氏族部落共同疏浚河道而最终以部落联盟的形式演变为华夏文明最

古老的国家制度——夏朝。而他的儿子启则通过废除原始部落首领原来的选举或禅让制度，

“过早地”创建起了我国第一个以血缘世袭王位的奴隶制国家。所谓“过早”，乃是与同时

期古希腊形成的城邦经济发展水平相比，华夏文明早期衍生的奴隶制国家集团在铁器农具的

发明、劳动分工、剩余产品的积累、人口流动迁移、城市贸易水平等方面都远低于前者。这

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华夏文明在形成奴隶制国家的过程中，氏族内部的血缘和宗法关系

不仅没有断裂而且还较完整地被保留下来。宗法制度在当时的运行方式大致是：“天子世世

相传，每世的天子都是以嫡长子的资格继承父位，奉戴始祖，是为大宗；他们的众子（包括



嫡长子的诸母兄弟与庶子）封为诸侯，为小宗。每世的诸侯也是以嫡长子的资格继承父位，

奉始祖为大宗；他们的众子各有食地为小宗。在宗法制度之下，从天子起到士为止，可以合

成一个大家族。大家族中的成员各以其对宗主的亲疏关系而定其地位的高低。”
［14］

宗法制的

根本特征在于“家国同构”和“君父同伦”。所谓“家国同构”，即意味着社会伦理和国家伦

理都是从家庭或家族伦理中演绎而来。所谓“君父同伦”，即是国君的治国之道与父权家长

的治家之道相同。正如《易·尔人》所谓：“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新书·礼之本》

所说：“夫君者，民众父母也。”这种以血缘的嫡庶远近为准则形成的宗法制度，到西周末年

开始“礼坏乐崩”。春秋时期孔子一生所倡奉的“信而好古”和“克己复礼”中的“古”和

“礼”，实则上正是“三代”以来形成的宗法制度以及由其衍生的道德伦理规范体系。“在孔

子看来，西周时期实施的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层层分封制度，符合理想的血缘—宗法

大家族中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嫡庶有别的等级序列。这种由温情脉脉的天然血

缘亲情而导出的人性本善假设，推演到伦理—政治上就成为‘人各亲其，长其长，则天下平’

的社会‘差序格局’。”
［15］ 

由此可以设想，古希腊的城邦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与我国“三代”时期确立

的以“血缘宗法”为特征的国家制度及其道德谱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见表 3）
 

表三古希腊“城邦文化”与古中国“宗法文化”及其道德谱系的比较 

国家制度 产生原因 基本特征 道德谱系 

古希腊（城邦

制） 

高山峻岭的阻隔等 小国寡民式的自治与相互角逐 珍视地方自治的价值及

尚武 

生产力提高和剩余产品丰

富 

逐阶级分化和私有制发展彻底 维护阶级利益和私有领

域 

劳动分工程度高 以知识和能力为选拔标准 易于养成敬业和公平素

养 

大量海外移民及殖民地拓

展 

血缘关系瓦解形成陌生人社会 开放交融和多数决定的

民主 

古中国（宗法

制） 

兴修大型水利工程等 大规模的社会组织及合作 注重目标统一与权力集

中 

生产力低且剩余产品不足 阶级分化和私有制不彻底 氏族成员兴衰与共的使

命感 

劳动分工程度低 以资历和长幼为选拔标准 易于形成上下尊卑的观

念 

世代在固定的乡土上生息 血缘宗法关系牢固的熟人社会 祖先崇拜与有等差的仁

义礼 

 



 

四、余论 

 

总之，在文明的萌芽期东西方两大文明的先祖们在与各自地缘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

文明类型如何、各大文明间的交流程度、生产力发达的水平以及氏族血缘纽带的强弱等因素，

是导致古希腊民族和华夏民族在相同的人类学前提下形成不同文明类型及其道德谱系的根

本原因。这两种道德谱系的原型在根源上的差别可以大致归结为：穷知的欲望和探索的勇气

与谋求稳妥和中庸的品质；多元文化并存和开放的心态与大一统的权力和等级意识；多方协

商乃至公平交易的契约精神与安土重迁以及祖先崇拜的伦理德性；“小国寡民”式的城邦自

治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分封制；以法律和多元信仰而统合的“公民”与以血缘亲情

和礼乐尊卑而联结的“臣民”；以“个人为本位”的法权伦理与以“家庭为中心”的奉献义

务，等等。凡此种种差别，皆可从二者文明的诞生地追溯到其历史渊源，这也是二者后来按

照道德价值的高低形成各自道德谱系的源头所在。在古希腊，即衍生为：城邦的“正义”—

哲王的“智慧”—卫士的“勇敢”—公民的“节制”，等等。在古中国，则衍生为“亲亲为

大”的“仁”—“尊贤为宜”的“义”—“尊卑有别”的“礼”—“恪守仁义”的“智”，

等等。前者在文明的精神气质上可称为“主智主义”（intellectualism），后者可归于“主

德主义”（moralism）。时至今日，“主德”与“主智”仍然是东西方两大文明的基本特点并

且一直在发挥着顽强的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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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ing to the Source of Moral Pedigrees in Ancient Greece 

and Ancient China and Their Comparison 

——In the View of "Geographical Civilization" 

 

Abstract: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any civilization community is bound 

to be followed with the corresponding beginning and evolvement of moral pedigrees. 

As the source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the ancient Greece had already established 

her unique moral pedigrees according to the sequence of values in pre-Socrates Times，

which were the justice of the city-state-the wisdom of the king of philosophy-the 

braveness of the warriors-the temperance of citizen.While, all of these were in stark 

contrast to the Chinese moral pedigrees sprouted in the dynasties of Xia，Shang and 

Zhou，and formed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which included the "benevolence" 

based on social and blood relationship，"duty" above selfishness，reprieving 

"ceremony" by self-controlling, "wisdom" of abiding by "benevolence"and  "duty"，

etc.Retrospecting the  source of  the early civilization of ancient  Greece and 

ancient China and  theconstruction of moral pedigrees in the view of 

"geographicalcivilization"，we can fundamentally understand the history source of 

the two countries and their basic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civilization of the ancient Greece,civilization of ancient China，moral 

pedigr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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